
 

 

家庭工作冲突与个人生活福祉
—强化与支持非正式工作资源的观点

穆滢潭
（西南财经大学 保险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   要：论文将“家庭工作冲突”作为核心概念，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综合的分析

框架，探讨了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 双向）的前因（工作压力和管理层支持）及后果（工作满意

度和生活满意度）。更重要的是，文章还考察了工作资源（工作压力和管理层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

与工作（生活）满意度是否具有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工作资源损失将导致更加严重的家庭工作

冲突，而资源获得可以有效降低员工家庭工作资源冲突的程度；（2）家庭工作资源冲突（WFC 和

FWC）越严重，员工的工作（生活）满意度越低；（3）调节作用的结果显示，工作压力会增强 WFC 对

员工工作和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而与管理层关系良好则可以有效缓解 FWC 对员工生活满意度

的冲击。文章从资源保存论视角出发，着眼于工作压力与管理层关系等非正式工作资源，探讨了家

庭工作冲突的议题，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促进员工的家庭工作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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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服务业兴起和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不仅改变了传

统男性养家的家庭结构模式（Male-Breadwinner Model），也导致了社会风险结构与本质的改变，家

庭成员无法有效地调和工作与家庭责任以及低薪工作等因素往往容易使家庭或个人陷入角色

冲突的窘境。传统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福利国家体制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由此产生的新社会风

险，如何通过工作–家庭支持计划（WF 支持）实现两者间的平衡已成为福利国家在转型中的重要

议题。

近几年，国内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工作与家庭冲突议题，工作与家庭冲突会牵涉到个

人对家庭生活和职场表现满意与否等生活福祉，但国内研究关注的焦点大都在企业制度、体制

类型、职工福利等正式 WF 支持资源上（刘永强等，2008；刘伯红等，2008；吴愈晓等，2015），对非正

式 WF 支持资源的讨论相对不足。虽然家庭支持政策出发点是好的，但在降低劳动者工作家庭

冲突或改善个人生活福祉上的效果却并不理想（Beauregard 和 Henry，2009），反而非正式 WF 支持

资源的获得对缓解家庭工作冲突的效果相对明显一些（Allen 和 Kiburz，2012）。同时，相对于工作

与家庭福利方案的实施，非正式的工作与家庭支持实施较为容易且成本较低。另外，大部分研究

所考察的家庭工作冲突是单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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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将“家庭工作冲突”作为架构的核心概念，以资源保

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COR）为基础提供了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从“工作对家庭的冲

突”（Work-to-Family Conflict，简称 WFC）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amily-to-Work Conflict，简称

FWC）两个维度检验家庭工作冲突的前因和后果；其次，突破以往多数研究只分析家庭工作冲突

对个人单一福祉的影响，本研究探讨家庭工作冲突对个体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两种生活福

祉的影响，并特别关注了非正式工作资源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资源损失确实

会使员工陷入更为严重的家庭工作冲突，但来自组织管理层的支持则可以有效缓解家庭工作冲

突，非正式工作资源对家庭工作冲突与员工工作（生活）满意度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工作与家庭冲突的概念与测量

虽然学者们对于家庭工作冲突的定义略有不同，但大都认为：家庭工作冲突应被视为是一

种压力的感受，是无法兼顾家庭与工作角色时所产生的冲突（Poelmans 等，2005）。家庭工作冲突

又可进一步区分为两种方向，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两者不但在概念上截然

不同，而且只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Netemeyer 等，1996）。1990 年代以前，大部分研究着重在工作

对家庭的单向影响，随着理论的发展，直到 2000 年后学者才开始关注工作与家庭冲突间的双向

影响（Carlson 等，2006；Promislo 和 Deckop，2010；Matthews 等，2012）。除了工作领域影响到家庭领

域（WFC），家庭领域也有可能影响到工作领域（FWC），例如家中有幼儿的员工，繁重的家庭负担

扰乱了工作上的进度，进而导致工作满意度下降，这是 FWC 的体现。因此，要完整了解工作与家

庭间的互动，必须同时考量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两个方向（Frone 等，1992），为避免混淆，我们将工

作 与 家 庭 双 向 的 冲 突 称 为 家 庭 工 作 冲 突 ， 包 含 工 作 对 家 庭 冲 突 （ WFC） 和 家 庭 对 工 作 冲 突

（FWC）。

关于家庭工作冲突的探讨主要包括往前追溯导致家庭工作冲突的压力源和探究家庭工作

冲突所带来的影响两种途径。后者有助于了解家庭工作冲突的冲击，然而，唯有从前端着手才能

知道哪些因素是导致家庭工作冲突的根源，哪些为保护因素，进而能防患于未然。在过去二十年

来，学术界关于“潜在压力源→家庭工作冲突感受→压力后果”这个主轴已有充分的讨论。本文

在此基础上，将家庭工作冲突分为前因、核心以及后果三部分来讨论，前因指预测家庭工作冲突

发生的因素，核心是家庭工作冲突，包括 WFC 和 FWC 两个方向，后果则是指家庭工作冲突造成

的不良后果，研究将主要围绕工作和生活满意度展开。

在“重家庭，轻工作”的导向下，国内相关研究大多从家务分工和家庭照料等视角出发探讨

家庭工作冲突的原因（吴愈晓等，2015），或者关注家庭工作冲突对个人劳动市场表现的影响（杨

菊华，2016），其中只有少量研究同时考虑工作与家庭的冲突与冲突干扰方向对个人生活福祉的

影响（李锡元和高婧，2011；李雪松，2012；许琪和戚晶晶，2016）。本研究通过全国性代表样本，同

时考虑工作与家庭冲突维度的干扰方向对生活福祉（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效果，一

定程度上可以补足现有研究的不足。

（二）家庭工作冲突的资源观点

角色压力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资源稀少假设，基本思想就是受限于有限的时间与精力等资

源，当个人必须同时扮演多重角色时，这些稀少资源就有可能被耗尽。如个人因时间和精力等资

源有限，无法同时胜任来自工作与家庭多重却不兼容角色的责任与要求时，家庭工作冲突便产

生了。然而，角色压力理论将员工获得的工作支持与健康联系在一起，但没有特别关注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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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工作领域的支持，缺少工作自主程度以及主管在家庭生活方面给予的支持给员工健康和福

祉带来的影响（Moen 等，2016）。在压力过程理论看来，不断变化的资源和需求会增强或减少人

们对生活的控制感，并影响他们的福祉。但压力过程理论又缺少了对中层工作环境重要性的认

识，往往一项与工作组织有关的政策或措施将对个体（微观层面）的健康与福祉产生重要影响

（Pearlin 等，2005）。因此，角色压力和压力过程理论都只能提供关于家庭工作冲突的部分解释，

无法提供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架构以全面预测和解释家庭工作冲突的前因后果，尤其是对于调节

变量如何缓冲或加重工作与家庭压力源、压力感受以及压力后果间的关系一直没有提供清楚说

明（Grandey 和 Cropanzano，1999）。在政策情境和组织环境的约束下，个人获取资源、利用资源、转

换资源的动机和能力都有可能存在差异，需要利用 COR 理论探讨各种因素对家庭工作冲突的调

节效应。COR 理论认为由于个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在应对压力与保存资源之间需取得平衡，资

源损失与资源获得构成了 COR 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其中资源损失是导致压力的主要成分，当

个体将其有限的资源在不同领域进行分配与运用时，对一个角色投入资源，将导致投入另一个

角色资源的减少（Edwards 和 Rothbard，2000）。因此，当个人面临工作资源损失时，例如工作压力

增大或工作角色模糊，无论是主观感受的还是实际上的，都有可能导致家庭工作冲突的发生

（Jin 等，201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假设 1：工作压力与家庭工作冲突（ WFC 和 FWC ）具有

正向关系，工作压力越大，员工所面临的家庭工作冲突程度也越高。

相对于资源损失，资源获得作为一种社会支持，有助于取得、保存、保护与培养基本资源，能

缓和工作与家庭要求对员工所产生的压力，协助员工抵抗压力。因此，员工如果能够从组织中获

得较多的资源，则可降低家庭工作冲突，并带来正面的效果（Rotondo 和 Kincaid，2008；Allard 等，

2011）。Ling 和 Poweli（2001）认为，由于中国人比较重视人际关系，因此工作领域中的人际关系构

成了一种员工独特的工作资源，使得中国员工会尽可能在工作场所中与同事保持良好的关系，

当员工因为工作压力而感到心烦时，来自同事的支持可以帮助员工增强自信心以处理压力事

件，缓解家庭工作冲突（Luk 和 Shaffer，2005；Allen 等，2013）。有研究提出，来自于管理者的支持

尤为重要，他们所给予的工作支持和关心对降低家庭工作冲突具有积极作用，反之，则会导致家

庭工作冲突提高（Taylor 等，2009）。但也有研究认为管理层的支持仅与 WFC 有负向关系，与

FWC 无关（Foley 等，2005）。以上研究大多基于西方国家的管理经验，在中国是否依然适用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综合上述，提出假设 2：工作资源获得能够显著缓解员工的家庭工作冲突（ WFC
和 FWC ）。

（三）工作与家庭冲突对生活福祉的影响

工作与家庭生活的负溢出是当代员工生活中常见的压力形式，大多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家

庭工作冲突对个体福祉有不利影响这一观点（Haar 等，2014）。最近的研究根据压力的来源，区分

了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并证明了作为压力源，WFC 和 FWC 均

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心理困扰、抑郁症以及躯体疾病等健康和福祉具有负面影响。Allen 等

（2000）将其归纳为工作相关结果（Work-Related Outcome）和非工作相关结果（Nonwork-Related
Outcome）两类。对工作相关结果的研究主要围绕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和离职意向等议题展开

（Allen 等，2000）。其中，工作满意度是一种因工作产生的主观心理反应，这种反应对于激励员工

和提高组织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大部分研究结果证实，家庭工作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呈负相关，

即家庭工作冲突增加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效率（Allen 等，2000）。在非工作相关后果

方面，WFC 与生活满意度、婚姻满意度以及家庭满意度也均为负相关（Lu 等，2010）。不过，

WFC 与婚姻满意度和家庭满意度的个别研究结果仍有不一致的现象（Gutek 等，1991）。本文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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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于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这两个后果变量，据此提出假设 3：家庭工作冲突（ WFC 和 FWC ）
与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关系，家庭工作冲突程度越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越低。

相应地也提出假设 4：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与生活满意度具有负向关系，家庭工作

冲突程度越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

（四）工作资源的调节效应

压力过程理论认为压力意味着角色要求和资源之间的不匹配。Matijaš等（2018）发现，工作

资源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的工作满意度和家庭工作冲突程度，更重要的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弱化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Griep 等（2016）和 Marchand 等（2016）也认为，工作

资源的多少甚至决定了个体经历压力的方式。另外，考虑到就业者背景特征或情景因素的影响，

即使同样的家庭工作冲突也可能产生异质影响（Yucel 和 Fan，2019）。因此，工作资源影响个体福

祉存在两种作用机制，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现有文献大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了主效应模型上，仅有

少数研究对调节效应进行了验证和解释，其中调节变量大多涉及个人特征与情境差异，例如：性

别（Scott 等，2015；Marchand 等，2016；Yucel 和 Fan，2019）、家庭结构（Baron 和 Kenny，1986）、文化

情境（Hagqvist 等，2017）与心理韧性（祁玉龙，2015）等，但关于工作资源的研究仍相当缺乏（李永

鑫和赵娜，2009；Drummond 等，2017）。根据 COR 理论的基本假定：资源损失和资源获得的重要

性对个人来说是不相等的，在面临家庭工作冲突的情况下，资源获得才显得弥足珍贵（Hobfoll 和

Lilly，1993）。假如同时面临原有资源丧失（情况一）和有机会获得新资源（情况二）两种情况，家庭

工作冲突在情况一时将比情况二给员工造成更严重的冲击。在家庭工作冲突的情况下探讨资源

损失的负向作用实为一种“雪上加霜”的效果。鉴于工作资源与个体福祉紧密相关，工作资源会

对家庭工作冲突与福祉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Moen 等，2011），例如通过改变工作时间

和在家工作也可以使员工灵活调整工作安排，以更好地适应个人和家庭的需要，从而改善个人

福祉。Allen 等（2000）建议可通过探讨调节变量的作用来检验上述观点。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5 和假设 6。

假设 5：工作压力能够显著强化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对员工工作满意度的负向作用。

假设 6：工作压力能够显著强化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对员工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

根据先前的探讨，来自工作领域中领导所提供的实质性资源，例如与管理层有良好的关系，

有助于增强彼此理解，营造一个和谐、轻松的工作氛围，促进工作的顺利开展。员工在面对家庭

工作冲突及其造成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下滑的情况时，相较于与管理层关系不良的员工来说，管

理者所提供的家庭友善支持无异于“雪中送炭”，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工作

冲突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认为与管理层保持良好的关系将是个人有效应对家庭工作冲

突的重要工作资源，据此提出假设 7 和假设 8。

假设 7：与管理层的关系可以调节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

系，与管理层的关系越好，家庭工作冲突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假设 8：与管理层的关系可以调节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

系，与管理层的关系越好，家庭工作冲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向关系越弱。

三、数据与方法

（一）变量测量

本文的主要变量有工作压力、与管理层的关系、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家庭对工作的冲

突（FWC）、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另外，本文还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

自评健康和家庭年收入作为控制变量。各变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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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压力，测量受访者在工作中的压力感受，由问卷中“感觉工作压力大在您的工作中经常

发生吗？”来衡量，选项“从未有过”“几乎没有”“有时”“经常”“一直如此”分别赋值为 1、2、3、4、

5，定义为连续变量，分数越高员工越感觉工作压力大。①

与管理层的关系由问卷中“整体来说，您觉得您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怎么样？−管理层与员

工之间的关系”来衡量，选项“非常差”“比较差”“不好也不差”“比较好”“非常好”分别赋值为

1、2、3、4、5，定义为连续变量，分数越高表示员工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越好。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WFC），测量受访者是否认为工作妨碍了家庭生活，CGSS2015 问卷中相

关问题为“工作妨碍了家庭生活在您工作中经常发生吗？”，本文将题目选项“从未有过”“几乎

没有”“有时”“经常”“一直如此”分别赋值为 1、2、3、4、5，将 WFC 定义为连续变量，分数越高者

其受到工作对家庭的妨碍程度越高。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FWC），测量受访者是否认为家庭生活妨碍了工作，CGSS2015 问卷中相

关问题为“家庭生活妨碍了工作在您工作中经常发生吗？”，本文将题目选项“从未有过”“几乎

没有”“有时”“经常”“一直如此”分别赋值为 1、2、3、4、5，将 FWC 定义为连续变量，分数越高者

其受到家庭对工作的妨碍程度越高。

工作满意度根据问卷中“对您的（主要）工作是否满意？”来衡量，选项“完全不满意”“很不

满意”“比较不满意”“没有满意也没有不满意”“比较满意”“很满意”“完全满意”分别赋值为 1、

2、3、4、5、6、7，定义为连续变量，分数越高表示工作满意度越高。

生活满意度根据问卷中“总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来衡量，题目选项“非常不

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为 1、2、3、4、5，定义

为连续变量，生活满意度分数越高代表越幸福。

年龄以受访者的实际岁数进行测度，定义为连续变量。性别、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定义为分

类变量。自评健康由 CGSS2015 问卷中的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来测量，题目

选项“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分别赋值为 1、2、3、4、5，定义为连

续变量，分数越高表明员工越健康。因家庭年收入存在严重右偏，本文在分析时，对收入进行取

自然对数的处理。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 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

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采取四级分层抽样方案，全面地收集了多个层次的数据。CGSS2015 数据

共包含 10 968 个观察值，调查问卷中的 A 和 B 部分所有受访者都要回答，而 C（东亚社会调查的

工作模块）和 D（国际调查合作计划的工作模块）部分抽中概率均为 1/6，包含了 1 828 个观察值，

在删除没有工作和家庭工作冲突为缺失值的样本后，保留了 469 个观察值。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经过检验后删除离群样本点 12 个，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数为 457 个。

表 1 为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分析。总体上，公众 2015 年的工作满意度以及生活满意度较

高，均值分别为 4.8 和 3.9。在家庭工作冲突方面，WFC（均值 2.29）大于 FWC（均值 2.02）。公众的

工作压力处于中等水平（均值 3.01），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整体较好（均值 3.78）。样本数据的男女

比例分配较均衡，男性占 51%。年龄最小 18 岁，最大 70 岁。公众 2015 年的健康水平较高（均值

穆滢潭：家庭工作冲突与个人生活福祉

① 以往相关研究将五分类变量归为两类，截断点的确定有较强的随意性（Wagstaff 和 Doorslaer，1994）。本文希望保留五分类工作资源变

量的全部信息，且当变量大于等于五类时，在保证同方差假设合理的条件下，可以将定序变量视为连续变量（Snijders 和 Bosker，1999），因而本

文将工作资源作为连续变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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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本文将教育水平分为 4 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其中大学及以上所占比

例较高（39%）。样本数据中大约 83% 的员工婚姻状况为有配偶。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变量名称 均值/百分比 标准差

工作满意度 4.80 0.99 自评健康 4.03 0.82

生活满意度 3.90 0.74 教育程度

工作对家庭的干扰 2.29 0.93 小学及以下 12%

家庭对工作的干扰 2.02 0.80 初中 23% −

工作压力 3.01 0.96 高中 26% −

与管理层关系 3.78 0.68 大学及以上 39% −

性别 − 婚姻状况 −

男 51% 有配偶 83% −

女 49% 无配偶 17% −

年龄（单位：岁） 38.93 10.77 家庭年收入对数 11.16 0.87

样本数 457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

表 2 的相关分析可以发现，WFC 和 FWC 之间存在中高度正相关，相关系数为 0.721，两者可

能有重复测量的偏误，因此在回归分析部分，需要同时纳入两个变量，以控制潜在的重复部分，即

在控制 FWC 的前提下，探讨 WFC 对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工作资源损失（工作压力）与员

工家庭工作冲突（WFC 和 FWC）呈现显著正相关，而资源获得（与管理层关系）则与 WFC 和

FWC 都呈显著负相关，即与管理层关系越好，WFC 和 FWC 越低。另外，无论是工作资源损失，还

是工作资源获得，仅和家庭工作冲突具有中低度相关，因此可以排除自变量之间共线的可能性。

另外，从表 2 还可以发现，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与家庭工作冲突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

而与工作资源获得呈显著正相关。本研究的各项假设至此获得了初步验证，以下将进行更加复

杂的统计检验。
 

表 2    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

变量
工作

满意度

生活

满意度

工作家庭

冲突

家庭工作

冲突
工作压力

与管理层

关系
年龄 性别 婚姻状况

家庭收入

对数
自评健康

生活满意度 0.328***

工作家庭冲突 −0.219*** −0.162***

家庭工作冲突 −0.129*** −0.168*** 0.721***

工作压力 −0.125*** −0.160*** 0.391*** 0.295***

与管理层关系 0.291*** 0.216*** −0.174*** −0.155*** −0.013 0

年龄 0.053 0 −0.149*** −0.007 00 −0.013 0 −0.067 0 −0.035 0

性别 0.076 0 −0.013 0 −0.045 0 −0.006 00 0.036 0 0.015 0 0.094**

婚姻状况 0.188*** 0.163*** 0.095** 0.105** 0.006 00 0.031 0 0.334*** −0.040 0

家庭收入对数 0.186*** 0.243*** −0.138*** −0.132*** −0.017 0 0.075 0 −0.113** −0.057 0 0.109**

自评健康 0.149*** 0.271*** −0.012 0 −0.024 0 −0.077 0 0.071 0 −0.267*** −0.076 0 −0.026 0 0.159***

教育程度 0.133*** 0.223*** −0.075 0 −0.080* −0.014 0 0.090* −0.341*** −0.037 0 −0.034 0 0.437*** 0.085*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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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工作冲突的前因

由表 3 可知，工作压力对家庭工作冲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 WFC 的影响较大，具体来说，

工作压力每增加 1 个单位，WFC 增加 0.380 分。员工与管理层关系对家庭工作冲突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且对 WFC 的影响较大，即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越好，家庭工作冲突就越低，具体来说，员

工与管理层的良好关系每增加 1 个单位，WFC 减少 0.213 分。除了 WFC 外，我们发现工作角色压

力源与 FWC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工作压力每增加 1 个单位，FWC 增加 0.242 分。因为工作角色

压力源是连接工作和家庭领域的机制，源于工作领域的压力源可能会影响到家庭（Foley 等，

2005），因此，在一个角色中经历的压力源（例如，工作压力源）可能会在另一个角色中产生负面体

验 和 结 果 。 由 上 述 可 知 ， 工 作 资 源 损 失 和 工 作 资 源 获 得 都 可 以 影 响 家 庭 工 作 冲 突 （ WFC 与

FWC），因此假设 1 和假设 2 得到验证。
 

表 3    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因素分析

变量
模型 1（WFC） 模型 2（FWC）

β S.E β S.E

工作压力 0.380*** （0.045） 0.242*** （0.038）

与管理层关系 −0.213*** （0.068） −0.163*** （0.058）

年龄 −0.003 95 （0.004） −0.005 40 （0.004）

性别 −0.120 （0.080） −0.031 0 （0.072）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

初中 0.003 45 （0.140） 0.001 03 （0.128）

高中 0.139 （0.148） 0.104 （0.126）

大学及以上 −0.036 1 （0.143） −0.066 8 （0.126）

婚姻状况（无配偶） 0.318*** （0.109） 0.315*** （0.096）

家庭年收入对数 −0.136** （0.055） −0.109** （0.049）

常数项 3.402*** （0.635） 3.081*** （0.567）

观测值 457 457

R-squared 0.218 0.148

　　注：（1）括号内为参照项；（2）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CGSS2015 数据运用 stata 软件分析得出；（3）下表统同。
 
 

相对于无配偶，有配偶员工的 WFC 与 FWC 均更为严重，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两者不同

的家庭结构导致的，有配偶员工所需处理的家庭事务也相对较多。而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对

WFC 与 FWC 则 均 无 显 著 影 响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表 3 模 型 1 和 模 型 2 中 ， 家 庭 收 入 对 WFC
和 FWC 都 具 有 显 著 的 负 向 作 用 ， 说 明 与 西 方 国 家 强 调 家 庭 工 作 冲 突 的 个 人 主 观 体 验 不 同

（Greenhaus 等，2012），我国的家庭工作冲突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家庭经济方面的焦虑，表面上看起

来是家庭与工作在时间上的冲突，其背后却是经济需要与家庭责任之间的根本性冲突（刘云香

和朱亚鹏，2013）。

（三）家庭工作冲突的后果

表 4 的模型 3 显示，WFC 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WFC 每增加

1 个单位，工作满意度减少 0.211 分，FWC 对工作满意度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所以，与格兰迪等

（2005）的观点相一致，在中国，工作对家庭的影响和冲突也是导致员工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

WFC 对工作满意度的相对影响应该大于 FWC，因为当工作影响家庭时，工作是导致两者关系紧

张的直接原因，这时人们更可能将工作视为对家庭的一种威胁而对之心存不满；而当家庭影响

工作时，工作更像是一名受害者，这时人们抱怨的对象更应是家庭，而不是工作。模型 3 中工作

穆滢潭：家庭工作冲突与个人生活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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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不存在显著的影响

也从侧面支持了这一观点。由模型 4 可知，

WFC 对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FWC 可显

著降低员工的生活满意度，具体来说，FWC 每

增加 1 个单位，生活满意度减少 0.088  7 分。

这说明当前我国的家庭工作冲突有很多不同

于的特征，因此要理解中国的家庭工作冲突

不能脱离独特的文化特征，更不能简单套用

西方的家庭工作冲突理论来解释。一方面，

中国员工的工作和家庭是相互连通的，不仅

工作中的负面情绪会被带入家庭，家庭中的

负面情绪也会被带入工作；另一方面，在我

国，家庭工作冲突的深层次是原因经济需要

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在家庭仍在追求物

质生活更大满足的阶段，家庭负担陡增，家庭

对工作的冲突（FWC）主要表现为家庭对工作

的全面挤压，但是家庭对工作冲突（FWC）的

结果却主要由家庭承担。

另外，工作资源对工作（生活）满意度具

有显著影响。资源获得能够显著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与管理层的关系越好，员工的工作满意

度就越高，具体来说，员工与管理层的良好关系每增加 1 个单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会提高

0.334 分。工作压力越高，员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工作压力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活满意度降低

0.0855 分。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越好，员工的生活满意度越高，员工与管理层的良好关系每增加

1 个单位，生活满意度增加 0.156 分。

（四）工作资源的调节效应

我们根据 Baron 和 Kenny（1986）所建议的调节性回归程序来检验调节变量的作用。本研究

的假设 5、假设 6、假设 7 和假设 8 认为，工作资源损失与资源获得可以为家庭工作冲突的调节变

量，也就是在假设 5、假设 6、假设 7 和假设 8 中，回归方程式中 Y 为员工工作（生活）满意度，X1 为

工作资源损失（工作压力），X2 为资源获得（与管理层关系）。以 X1、X2 以及两者与 WFC、FWC 标准

化的乘积项（X1×WFC、X1×FWC、X2×WFC 和 X2×FWC）进入预测 Y 的回归分析中，只有当交互项的

回归系数显著时，才表示 X1 或 X2 是扮演调节变量的角色，影响着家庭工作冲突和工作（生活）满

意度关系的方向或强度。

假设 5 认为，资源损失可以调节家庭工作冲突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由表 5 中模型

5 和模型 7 可知，在预测员工的工作满意度时，工作压力和 WFC 之间的交互作用达到显著性水

平，交互项系数为-0.086 6（p<0.1），表示工作资源损失可以调节 WFC 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说明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在不同工作压力下是否有显著差异，我们将

工作压力按照高于或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的标准来分组，以衡量压力的变化量，并通过在不同

的压力组别中实施家庭工作冲突对于工作满意度的回归，比较两组回归系数的差异。根据

Aiken 等（1991）的建议进行斜率检验，从图 1 可以看出：WFC 与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关系在“工作

压力高”和“工作压力低”这两个群体中都成立，但是这两条回归线的斜率有明显差异（t=−2.25，

表 4    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 3 模型 4

Job Satisfaction Well-being

β S.E β S.E

WFC −0.211*** （0.069） −0.004 83 （0.049）

FWC 0.092 9 （0.072） −0.088 7* （0.053）

工作压力 −0.051 9 （0.052） −0.085 5** （0.036）

与管理层关系 0.334*** （0.068） 0.156*** （0.050）

年龄 0.008 22* （0.005） −0.042 9** （0.021）

年龄平方 0.000 434* （0.000 2）

性别（女） 0.163* （0.084） 0.037 4 （0.062）

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

初中 0.375** （0.188） 0.309** （0.139）

高中 0.238 （0.174） 0.193 （0.138）

大学及以上 0.424** （0.191） 0.376*** （0.142）

婚姻状况（无配偶） 0.433*** （0.120） 0.457*** （0.010）

家庭年收入对数 0.077 2 （0.056） 0.081 1* （0.044）

自评健康 0.168*** （0.062） 0.180*** （0.046）

常数项 1.369* （0.791） 2.423*** （0.602）

观测值 457 457

R-squared 0.209 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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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因此，WFC 对工作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在“高工作压力”的群体中相对更强烈一些。综合

上述说明，假设 5 获得部分支持。

假设 6 认为：工作资源损失可以调节家庭工作冲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从表 5 的模

型 5 可知，在预测生活满意度时，WFC 与工作压力的交互项达到显著水平（β≈−0.067 0，p<0.05），表

示工作压力对 WFC 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通过 Aiken 等（1991）建议的斜

率检验，图 2 可以更清楚看出：WFC 与生活满意度在“低工作压力”和“高工作压力”两个群体中

有显著不同的斜率，对于高工作压力群体而言，WFC 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具有负向关系，而在低工

作压力群体中，WFC 反而与生活满意度有正向关系，也就是说在工作事务较多干扰家庭正常生

活时，如果能够保持较低的工作压力，则能有效改善员工的生活满意度。降低员工的工作压力可

以弱化 WFC 对生活满意度的冲击，甚至改变 WFC 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方向（由负转为正），假

设 6 得到部分验证。

表 5    工作资源获得与工作资源损失对家庭工作冲突后果的调节效应

Panel A：工作满意度

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β S.E β S.E β S.E β S.E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FC×工作压力 −0.086 6* （0.050）

WFC×与管理层关系 −0.036 7 （0.066）

FWC×工作压力 −0.076 9 （0.059）

FWC×与管理层关系 0.017 1 （0.081）

观测值 457 457 457 457

R-squared 0.215 0.209 0.212 0.209

Panel B：生活满意度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WFC×工作压力 −0.067 0** （0.038）

WFC×与管理层关系 0.025 （0.049）

FWC×工作压力 −0.003 24 （0.045）

FWC×与管理层关系 0.031 8* （0.062）

观测值 457 457 457 457

R-squared 0.247 0.241 0.241 0.241

 

3.5

4.0

4.5

5.0

5.5

1 2 3 4 5

低工作压力感 高工作压力感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

工
作
满
意
度

图 1    工作压力对 WFC 与工作满意度关系

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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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8 认为：工作资源获得可以调节家

庭 工 作 冲 突 与 生 活 满 意 度 之 间 的 关 系 。 从

表 5 中模型 6 和模型 8 可知，在预测生活满意

度时，与管理层关系和 FWC 的交互作用达到

显著水平（β=0.031 8，p<0.1），表示工作资源获

得可以显著弱化 FWC 对生活满意的负向影

响。同样，我们根据 Aiken 等（1991）的建议进

行斜率检验，图 3 结果显示：FWC 与生活满意

度在“与管理层关系较好”和“与管理层关系

较差”两个群体中有显著不同的斜率（t=2.17，

p<0.1），当员工与管理层关系良好时，FWC 对

员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相对较弱。假设 8 得到部分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由于被解释变量−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分别是取值“1−5”和取值“1−7”的有序分类

变量，因此本文构建了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通过模型 9 检验了 WFC 和

FWC 对受访者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从表 6 可以看出，有序 Logistic 回归与前文

OLS 回归的主效应结果一致，WFC 对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具有负向影响，并且在 1% 的水平上显

著，具体而言，当工作–家庭冲突（WFC）程度增加一单位时，受访者的工作满意度提高一个等级的

概率将降低 47.3%（1−e −0.640 ≈0.473）。FWC 则在 5% 的水平上显著降低了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即

家庭–工作冲突（FWC）程度增加一个单位时，生活满意度提高一个等级的概率将降低 38.3%（1−
e −0.483 ≈0.617）。此外，模型结果还显示，与管理层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有效改善受访者的工作和

生活满意度，而工作压力的增加则会显著降低其生活满意度，这也与 OLS 回归结果一致。其次，

模型 10 至 13 分别考察了工作压力、与管理层关系两种工作资源对 WFC、FWC 与受访者生活和

工作满意度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工作压力作为一种资源损失明显增强了 WFC 和 FWC 对

于受访者生活和工作满意度的负面影响，虽然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调节效应的作用方向与

OLS 回归也基本保持一致。

表 6    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生活）满意度影响以及工作资源获得与工作资源损失调节效应的
Order Logistic 回归结果（N=457）

Panel A：工作满意度

变量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β β β β β

WFC −0.640*** −0.001 14 0.177 −0.655*** −0.636***

（0.167） （0.445） （0.577） （0.169） （0.168）

FWC 0.168 0.126 0.178 0.590 0.353

（0.182） （0.186） （0.181） （0.505） （0.689）

工作压力 −0.121 0.315 −0.108 0.137 −0.120

（0.130） （0.308） （0.131） （0.314） （0.130）

与管理层关系 0.738*** 0.786*** 1.325*** 0.756*** 0.850**

（0.163） （0.166） （0.433） （0.164） （0.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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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与管理层关系对 FWC 与生活满意度关系

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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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对策

以往关于家庭工作冲突的研究大多从角色理论的观点出发，认为多重角色的要求是导致家

庭工作冲突的原因。本文认为资源与角色要求同等重要，并试图以资源保存理论整合两个相反

 

续表 6    家庭工作冲突对工作（生活）满意度影响以及工作资源获得与工作资源损失调节效应的

Order Logistic 回归结果（N=457）

Panel A：工作满意度

变量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β β β β β

WFC×工作压力 −0.187

（0.121）

WFC×与管理层关系 −0.221

（0.150）

FWC×工作压力 −0.127

（0.141）

FWC×与管理层关系 -0.050 5

（0.182）

/cut1 2.858** 4.322*** 5.102** 3.678** 3.260

（1.363） （1.665） （2.051） （1.648） （1.988）

/cut2 4.353*** 5.828*** 6.600*** 5.176*** 4.754**

（1.370） （1.676） （2.058） （1.656） （1.991）

Pseudo R2 0.128 9 0.132 1 0.131 8 0.130 0 0.129 0

Panel B：生活满意度

WFC 0.065 0 0.665 −0.229 0.078 6 0.058 1

（0.204） （0.563） （0.650） （0.203） （0.206）

FWC −0.483** −0.537** −0.494** −1.003* −1.059

（0.224） （0.230） （0.226） （0.575） （0.782）

工作压力 −0.334** 0.048 5 −0.339** −0.670* −0.343**

（0.147） （0.360） （0.147） （0.375） （0.147）

与管理层关系 0.538** 0.571*** 0.326 0.518*** 0.184

（0.185） （0.187） （0.481） （0.186） （0.493）

WFC×工作压力 −0.168

（0.146）

WFC×与管理层关系 0.082 5

（0.174）

FWC×工作压力 0.157

（0.160）

FWC×与管理层关系 0.158

（0.205）

/cut1 0.683 1.930 −0.148 −0.375 −0.652

（1.437） （1.795） （2.259） （1.800） （2.246）

/cut2 2.414* 3.673** 1.585 1.355 1.081

（1.439） （1.804） （2.258） （1.801） （2.243）

Pseudo R2 0.165 6 0.167 8 0.165 9 0.167 2 0.16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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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互补的“压力”与“资源”观点，在“前因−家庭工作冲突−后果”的主轴下探讨家庭工作冲突

产生的原因，了解资源获得与损失对家庭工作冲突的影响：当资源损失发生或个人感受到这些

资源丧失的威胁时，就会产生压力，而造成家庭工作冲突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获得足够的资

源以同时应对家庭与工作的要求。对组织与员工来说，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打破“压力→冲突→

伤害”的破坏性循环，并进一步创造足够的资源以启动“资源→增益→满意”的建设性循环。本

文的主要发现与结果：

工作压力和管理层的支持都可以预测 WFC 和 FWC，这与西方的研究结果相符合。所有的

无形工作资源都有助于减缓 WFC，当个人的工作压力增大时，即个人资源发生损失时，为了顺利

完成工作任务，个人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源（包括时间与精力）在工作上，这必将减少其对家庭的付

出，于是 WFC 也就发生了。工作压力也会外溢到家庭而影响到家庭角色扮演和家庭关系处理，

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工作状态，也就导致了 FWC。因此，组织必须要塑造一个支持工作与家庭

平衡的文化，也要鼓励主管扮演支持家庭生活的角色。

本文分析结果显示假设 2 获得完全支持，工作资源的获得（与管理层的关系）对 WFC 和

FWC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无形工作资源的获得将有助于减少家庭工作冲突。COR 理论认为资

源获取对于缓解压力也是很重要的，拥有越多资源，代表失去其他资源的机会也随之降低，本文

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结果显示，组织在协助员工处理家庭工作冲突时，非正式支持资

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与管理层关系良好一方面能够直接提升员工的生活和工作满意度，另一方

面能够缓冲家庭工作冲突的冲击作用。在我国急剧的社会经济转型中，企业为了追求经济效益，

剥离原有的社会服务功能，把劳动者的家庭责任视为与企业无关的个人私事，同时，政府也实施

以市场导向为主的福利政策改革，对工作与家庭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案、相关的法规与推行的政

策都属于刚起步阶段，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责任多由个人和其家庭承担，由此导致了劳动者日益

遭受到严重的工作压力和家庭工作冲突，并且已经严重影响到劳动者对家庭生活和工作满意与

否等生活福祉。所以，除了政府推行“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和家庭友好型公共政策”（Family-
friendly workplace and Family-friendly policy）以及组织支持干预改善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外，还应塑

造一种支持家庭工作平衡的文化，鼓励管理者扮演员工家庭生活的支持者。来自管理者的支持

虽然是无形的、非正式的工作资源，有时却比正式的福利制度安排更加行之有效。例如，弹性工

作制度有时反不如组织管理者主动关怀员工，在工作时间安排上给予非正式弹性和灵活性更为

有效，因为这能使员工感受到来自组织的支持。

在家庭工作冲突后果方面，以往研究发现家庭工作冲突将导致工作与生活方面的不满

（Allen 等，2000）。就本文的结果来看，假设 3 和假设 4 得到了部分支持，即 WFC 与工作满意度有

显著的负向关系，FWC 则与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与 Carlson 等（2006）

和 McNall 等（2010）的发现有些许差异，对后果变量只有同场域的影响，并没有跨场域的影响。当

工作影响家庭时，工作是导致两者关系紧张的直接原因，这时人们更可能将工作视为对家庭的

一种威胁而对之心存不满，此时如果组织或管理者没有能够及时提供协助，可能导致冲突更加

严重，并最终影响工作效率。此外，以往研究大都发现 FWC 与工作满意度有负向关系（Aryee 等，

1999），本文却发现 FWC 对工作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反而是 WFC 会降低工作满意度，即当工作

影响家庭时，个人会对工作产生不满，这可能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较为重视家庭有关，在人们的心

目中，家庭可能扮演着比工作更加重要的角色。家庭与劳动市场在经历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变迁

后，双薪家庭增加，越来越多的男性和女性在承担来自于职场的工作压力外，还需兼顾家庭照顾，

并因此落入家庭工作两难的境地。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劳动者本身做出调整与努力，更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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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的介入，例如由政府或市场提供完善的托幼和养老等相关服务来为工作者缓解工作

与家庭冲突带来的困境，从而提升个人福祉。

在工作资源对家庭工作冲突后果的调节作用方面，本文的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 5 和假

设 6。工作资源损失（工作压力）调节了家庭工作冲突与工作/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这一结果

可根据 COR 理论进行解释：在家庭工作冲突的情况下，资源损失的负向作用实为一种“雪上加

霜”的效果。本文还发现，作为一种无形的非正式工作资源，管理层的支持对于缓解 FWC 对生活

满意度的冲击具有显著作用，在面临 FWC 时，如果组织的管理者能够与员工保持良好的关系，及

时提供必要的支持，可以有效降低 FWC 对员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减少工作和家庭冲突并非只是个人的责任，组织也应提供多方资源帮助员工兼顾工作与家

庭生活。组织如何选择适当的资源，以发挥最大效益，帮助员工减缓家庭工作冲突，进而提升员

工的工作满意与绩效，降低员工流动率。一方面，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导，无论是中

高端人才还是普通的操作工，都缺乏与资本谈判的能力，整个社会缺乏塑造家庭友好型工作环

境与公共政策的合适土壤（刘云香和朱亚鹏，2013）；另一方面，组织的资源是有限的，虽然某些大

型组织可以通过推行弹性工时、托育协助、在家工作等正式制度支持来满足员工需求，但类似方

案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与财力，很难全面实施所有的家庭友善政策与措施。与正式工作资源相

比，培养支持家庭的组织文化和强化管理者支持就相对简单可行而且经济，更重要的是，员工从

管理者那里获得对家庭价值的肯定和心理支持也能降低家庭工作角色冲突的感受，效果或许不

亚于正式的家庭支持政策。因此，未来我们可以我们从完善员工的非正式资源入手来推行家庭

友好型工作环境，积极倡导企业重新思考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鼓励企业改变习惯性的加压式管

理方式，将员工的需求看成是企业的需求，促进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受研究资料的限制，本文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与纵向数据相比，横截面数据更容易产生

反向因果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在家庭工作冲突研究中的许多重要发现不能在随后的纵向研究中

被重复的原因之一，例如，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也会导致 FWC，从而影响我们的估计（Yucel 和 Fan，

2019）。因此希望后续研究能利用追踪数据更好地阐明家庭工作冲突和个人福祉之间关系。其

次，虽然男女性同样面临工作与家庭的拉扯，其处境却大不相同，因为围绕工作和家庭的预期角

色和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性别规范的影响，通常女性更强烈地认同家庭领域，男性则一般更

强烈地认同工作领域，家庭工作冲突对个人福祉的影响也可能因性别而异。由于样本观测值较

少，本文未能针对性别异质性展开分析。再次，WFC 与 FWC 属于家庭工作冲突的两个不同维度，

其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除了正式和非正式工作资源以外，FWC 更加强调由于家庭结构和生命

周期等方面的需要而产生的冲突，本文对此关注也稍显不足，有待未来研究更深入地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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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Work Conflict and Employees’ Well-Bing：
Strengthening and Supporting Informal Work Resources

Mu Yingtan
(School of Insurance，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Chengdu 611130，China)

Summar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has led to the gradu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amily structure from the original “man goes out to work while woman looks after the house” into “double-
wage families”. How to achieve the balance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through support program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goal pursued by individual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the focus of domestic related research
is mostly on formal support resources such as enterprise system，system type and employee welfare，while the
discussion on informal support resources is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Moreover，the existing research content is
limited to the pressure causing family-work conflict，while the discussion on othe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family-work conflict is relatively less. Compared with formal support resources，informal support resources
from organizations not only are more effective in alleviating family-work conflict，but also have the advant-
ages of convenient obtaining and low cos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family-work conflict，and the gain and bal-
ance theory，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family-work bal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and
the role of informal support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1）Informal support resources such as work pressure and management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WFC（work to family conflict）and FWC（family to work conflict）. Therefore，in addition
to the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friendly workplace and family friendly public policy” and or-
ganizational support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family-work balance，enterprises should also create a culture sup-
porting family-work balance and encourage managers to act as supporters of employees’ family life. Although
the support from the administrator is intangible and informal，sometimes it is more effective than formal wel-
fare system.（2）In terms of family-work conflict consequences，WFC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while FWC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life satisfaction. FWC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job satisfaction，but WFC can reduce job satisfaction.（3）Job resource loss（work stress）has a signi-
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work conflict and job/life satisfaction. As an in-
formal work resource，the administrator’s support can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WC on
employees’ life satisfaction. Therefore，in the face of FWC，if the administrator of the organization can main-
tain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employees and provide necessary support in time，the impact of FWC on employ-
ees’ life satisfaction can be effectively reduced.

The contributions are as follows：Firstly，this paper takes “family-work conflict” as the core concept，con-
str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on the basis of resource preservation theory，and then tests the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family-work conflict from two dimensions of WFC and FWC. Secondly，

most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focus on the impact of family-work conflict on life well-being.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impact of family-work conflict on employees’ job satisfac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and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nformal work resources.

Key words:  work resources； family-work conflict； job satisfaction； life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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